
杜维明 袁伟时：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

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

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

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

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否定三纲，肯定五常？  

    

  子云（主持人）：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

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

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

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

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

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 1912 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

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

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

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

专制服务。  

    

  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

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

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  

  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

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

男主内。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

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

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

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  

  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袁伟时：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

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

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

局”。  

  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

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

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  

  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 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

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

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是“现代文化”。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

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

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

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

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  

  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  

  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听起

来很舒服。  

  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

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

在蹒跚学步？  

  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

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现代性大同小异  

    

  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  

    

  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

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  

  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

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  

  1948 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

（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

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

明。  

  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

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  



  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

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 Q 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

尊严。  

  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

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

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  

  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

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

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保护，批判糟

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  

  “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甚至包括

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  

  要重新认识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袁老师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1.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他们理解，一

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很蓬勃。比如宋代，国内及海上、陆上都有贸易。当然，它只是一个市

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一直到 17、18 世纪，一些中

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

面，都有长处。  

  2.不应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比，不应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

比，有更好的比较方式，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冒昧述说。  

  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

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湾（地

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的发展道路。  

  这个新的发展，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湾

（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  

  3.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但确实不能用几个主要

普遍规律或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  

  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

的基石，是背景，是“零”，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德国没有强

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

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日本、韩国、中国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  

  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讲古今中西之

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中国有现代有落后，

有古有今。  

  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对西方

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深刻理解启蒙。  

  要注意的是，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评，包含女性主义、社群主义，还有像文化多

元主义、宗教的对话，相当复杂。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

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  

    

  袁伟时：这样补充很好，讨论更加深入。但我想，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大同小

异。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民主、

法治，但各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更需对话  



   袁伟时：现在，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有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碰到环保问

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现在最好的环保对策是在东方还

是西方？环保观念也来自西方。  

  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

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没有现代化，招来军国主义，也是二战的元凶之一。  

  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障碍。  

  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

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  

  中国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认。但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

生讲，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有

夸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  

  杜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信，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

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  

  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薄弱。语言就很明显。政治、经济、

社会、哲学、宗教这些名词都是外来的。以前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社会学”，是从日本过

来的。严复想把 society 翻成“群”，比较符合传统，大家没接受。  

  但如果一天到晚在传统文化中找现代因素，也危险，我也不赞成。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

了，文明之间对话，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  

  我要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

21 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

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

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  

  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

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  

  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美欧说

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文明对话更必

要。西方文化人对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强大。  

  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们太傲慢，认为所有普适价值都在那边，不需要向

我们学什么。他们今后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种格局。  

    

  “儒表法里”不成立  

    

  袁伟时：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

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李斯受荀卿之学，

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

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

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

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

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

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鼓吹者，有没有读过这个报告。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2010 年 12 月 02 日 


